
不让一个孩子受伤害
1
——校园欺凌与暴力的根源干预 

黄向阳［美］埃利奥特·阿伦森 

 

一、欺凌·仇恨·报复 

 

黄向阳（以下简称黄）：尊敬的阿伦森教授，我很感激 2014 年您授权我翻译您所著的

《课堂中的合作：拆拼法（Cooperation in the Classroom：The Jigsaw Method）》。您还赠送

我《不让一个人生恨：科伦拜恩案之后的同情之教（Nobody Left to Hate：Teaching Compassion 

after Columbine）》一书。我没想到您除了《课堂中的合作》还有一本教育著作，您大概也

没有想到后者会比前者更早在中国翻译出版吧？ 

阿伦森（以下简称阿）：不。你们在翻译《课堂中的合作》之前先译《不让一个人生恨》，

我不觉得奇怪。《不让一个人生恨》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有意思，因为它探讨的是一个

引人入胜的普遍问题：导致暴力的奚落和欺凌。 

黄：这是一部专业见识与人道关怀相融合的著作。“不让一个人生恨”既发人深省，又

很贴切，用作书名真是妙不可言。这本书聚焦校园欺凌与暴力问题，您给这本书取名为《不

让一个人生恨》究竟想传达什么意思呢？您是在劝诫学生不要欺负人以免招人恨，还是在劝

告老师们善待所有的孩子以免他们相互憎恨，还是另有深意？ 

阿：我是在看了一部很受欢迎的美国小说《鸟人》之后选择这个书名的。这部小说中，

有个强硬、好斗的人物，对另一个人物非常生气，直到他对那个人有所了解；具体来说，他

得知那个人曾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服役，他的一些令人反感的习惯就是由当时一些可怕的经

历造成的。他对那个人的愤怒和攻击性情感因而被共情和同情的情感所调和。然后，他以超

级反讽的口吻自言自语：“你最好小心点。因为你对人了解得越多，你就越能理解他们的问

题，你也就越喜欢他们。要是你不小心，就没人让你憎恨了。”因为我的书关乎对人共情

和同情的学习，所以我把它取名为《不让一个人生恨》，因为共情和同情可以降解仇恨和攻

击性。 

黄：为了影响更多的作者，这本书的中文版改名为《不让一个孩子受伤害》。您的这本

书讨论科伦拜恩杀人案。这在当时是美国有史以来伤亡最大的校园枪击案。这个案子好像给

您很大的震动。 

阿：这场屠杀 1999 年 4 月 20 日发生于科伦拜恩高中。两个学生（埃里克·哈里斯和迪

伦·克莱伯德）荷枪实弹，怒气冲冲，在校园里横冲直撞，枪杀了一名老师和 11 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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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 23 名学生负伤，需要住院治疗。这两个凶手最后也举枪自尽。他俩还在一些地方安放

了爆炸装置。幸好因为一个简单的电子故障而没有引爆，否则伤亡会更加惨重。 

黄：哈里斯和克莱伯德在杀人之前拍下了录像，他们在录像里对自己在学校长期遭受欺

凌表示强烈的愤恨。可是，根据他们的自述以及一些学生的回忆，他们在学校里遭到过同学

取笑和排挤。他们受到的欺凌听起来似乎并不十分严重呀。这会不会是他们杀人夺命的一个

借口呢？ 

阿：不，我不认为哈里斯和克莱伯德是在用欺凌作杀人的借口。我认为，包容是一种非

常重要的社会动机。隔开一段距离看，他们遭受的排斥、奚落和羞辱貌似不多。但对年轻人

来说，特别是对青春期的年轻人来说，被接纳和受重视是非常重要的，它会引发愤怒，他们

需要被视为重要的人。正如我在那本书中所写的，它是美国几乎所有校园枪击事件的关键所

在。 

黄：请让我用另一起校园杀人案做进一步解释，这个案子发生在中国陕西省米脂县第三

中学。2018 年 4 月 27 日下午放学时段，学生们遭到一个持刀男子疯狂砍杀，其中 9 人死亡，

12 人受伤。凶手赵泽伟在被捕后供述，他十多年前曾就读于这所初中，长期遭受同学嘲笑。

他毕业后工作和生活一直不顺。他试图向当年的同学报仇雪恨，却又找不到他们，于是把气

撒向学校。赵泽伟的辩解不可理喻。没人能接受他以十多年前遭受同学欺负为由而滥杀无辜。

赵泽伟父母提供了证据，证明赵泽伟当年因受同学欺凌而患抑郁症，四处求医。可是人们很

难相信同伴的嘲笑和排挤会严重到让一个人心生如此深仇大恨，十几年耿耿于怀。舆论倾向

于认为，这样的校园欺凌不过是这个丧心病狂的失败者滥杀无辜的借口而已。 

阿：您提到的发生在中国陕西省的那起暴力事件，有点难以解释。我猜想，行凶者因为

那起事件深受伤害，而在痛苦和抑郁十年之后，他可能把自己的失败和精神困难归咎于学校。

他的行为当然不理智，却是可以理解的。再说一遍，切勿低估包容在青少年心目中的重要性，

切勿低估那种重要性何以能延续到成年期，特别是在涉及一定程度的精神疾病的情况下。做

疯狂事情的人未必是疯子。有的时候，他们会被逼得越过理性行为的边界，即使他们神智完

全正常。可是，有的时候，做疯狂事情的人其实就是疯子！我同意，把这当作一条杀人的理

由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可他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呢？人们必须努力理解，这种愤怒和报仇的念

头可能会在十年之后溃烂并爆发。再说一遍，这是不理智的，却是可能的。这正是我认为建

立导致包容的共情和同情之所以重要的原因。这是问题的关键。这就是拆拼法之所以重要的

原因，因为那就是拆拼法所做的事情。在我国，政府建议我们在所有学校都派驻警察，甚至

离谱到建议我们给老师配备手枪，好让他们携枪上课以保护学生。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

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几乎肯定会导致更多的流血。 

黄：根据“阿伦森第一定律”，行疯狂之事者未必是疯子。如果赵泽伟、哈里斯和克里

伯德疯狂杀人确实是因为他们对学校怀恨在心，他们痛恨学校是因为在学校受到欺凌，而他

们受到的校园欺凌又不特别严重，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测持续性的轻微欺凌是不是比一次性



的严重欺凌更有可能积累仇恨。您和其他一些社会心理学家已经用实验证明，轻罚比重罚更

有可能改变人的态度，薄赏也比重赏更有可能改变人的态度，遇到紧急情况的人在旁人少时

比在旁人多时更有可能获得帮助。有没有科学实验或其他证据，证明轻微的欺凌比严重的欺

凌确实更有可能积累仇恨呢？ 

阿：不，温和的惩罚仅在特定的定义域有效：如果你想要一个人忍住不做某种特别不讨

人欢喜的事情，那么，最好是设法诱使他发觉那种事情没有吸引力。通过严厉的惩罚，你不

能成功地让他发觉那事没有吸引力，因为他知道他不做那种事，唯一原因是惩罚太严厉了。

可是，如果惩罚是温和的——刚好能让他停止做那种事，那么，他就不能告诉自己他不做那

种事是因为严厉的惩罚——因为惩罚实际上是非常温和的。这样一来，他就会说服自己，他

并不真的喜欢做那种事。 

这可能会影响欺凌者。但影响欺凌者的最佳方式是在他心中建立共情。拆拼法是我知道

的最佳方法。我们在数百个课堂中成功地减少了欺凌和奚落。 

黄：我根据自己的观察推测，严重的欺凌容易引起校方的重视，欺凌者会受到处罚，同

时受欺凌者会得到及时的保护和救济，他因而不会有太大的怨恨。另一方面，轻微的欺凌既

不容易被识别出来，也难以引起校方的重视，这反而使受欺凌者怀恨在心。他反复遭受这种

轻微的欺凌，就会在内心积累起比一次性地遭受严重欺凌更大的仇恨。这种推测在社会心理

学上有没有实证依据？ 

阿：这个具体问题果真有实证依据的话，那就是我孤陋寡闻了。我同意，所谓温和的欺

凌者是比较难以被察觉的。但是，如果所有的学生以拆拼法开展学习，那么，包括温和欺凌

者在内，所有的学生都会养成更多的共情。我还会结合这种拆拼法，以一些讲座或视频来讨

论欺凌问题，解释欺凌为什么是青少年不该做的事情。 

 

二、外围干预&根源干预 

 

黄：“泵柄干预”似乎是您的一个独特概念，十分有趣、生动和直观。您用英文说“泵

柄干预”，有人却在中文里把它译成“外围干预”。您的这种概念化是不是被误解或曲解了？

能不能请您简要地解释一下对校园欺凌与暴力进行泵柄干预究竟指哪些措施？ 

阿：我认为“外围干预”是一个相当漂亮的翻译。是的，我发明“泵柄解决方案”这个

术语，用以指斯诺（Snow，J.）的应急方案。他是 19 世纪英国的一名医生，也是流行病学

奠基人之一。他在应对伦敦霍乱疫情时，注意到所有的受害者都从同一口井里取水。他的第

一反应只是取走那口井手摇水泵的把手，这样就可以防止人们从那口井取水。可这无助于理

解问题的根源。于是斯诺医生继续调查，发现人们把厕所建得离那口井太近，而真正的原因

是厕所里的粪便。有了这种知识，他们就可以制定有关厕所修建的法律，从而预防未来霍乱



爆发。泵柄解决方案因而是针对特定问题又不了解问题根源的解决方案。由此，学校的金属

探测仪可以防止学生携枪入校，却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学生愤怒到想要置同学于死地。 

黄：对致命器具进行严格管控以防青少年滥用于解决同辈冲突几乎是不可能的。幸好中

国人有一套自己的办法，我国有许多学校设法让学生心无旁骛，专注于学业。学生在学校少

有机会进行自由的非正式的交往。学生冲突因此被控制在一个低水平之上。这算不算是一种

泵柄干预措施呢？ 

阿：是的，一点不错。它没有把握问题的根源。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为什么学生们彼此

之间有攻击感，为减少这些攻击感我们可以做什么？ 

黄：您把科伦拜恩高中枪杀案之类的事件解释为暴徒以一种极端而病态的方式对校园普

遍的排他性氛围做出的回应。按照这种理解，有的人可能会把校园欺凌与暴力的根源归结为

当事人的人格或价值观，因而将校园欺凌与暴力的根源干预指向当事人的人格或价值观。您

对此似乎有很不一样判断和分析。能不能请您说明一下为什么拆拼法之类的措施才是根源干

预呢？ 

阿：我们在自己的研究中查明，排斥、奚落和欺凌的根本原因在于课堂上普遍的竞争氛

围，这种氛围陷学生于相互倾轧，为了好的等第分以及老师的尊重等稀缺资源而相互竞争。

拆拼法是一种解决之道，因为它要求合作。合作的行为增加学生间共情和同情的情感，有助

于他们看到同学们共同的人性及内在的美，使他们想一起学习，互相帮助，互不拆台。 

黄：您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创立的拆拼法于 90 年代初传入中国大陆，被人直译为“拼图

法”，或意译为“组合式小组合作学习”。拆拼法跟与其他小组学习模式有什么不同吗？ 

阿：我选择“拆拼制（jigsaw）”这个词，是因为在美国有一种尽人皆知的拼版玩具，

叫作“拆拼玩具”，它是由许多切成不同形状的纸板或木头部件组成的。把它们正确地组装

起来时，就拼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由此，在拆拼制中每个学生都像拼版玩具的一个部件。

学生们一起合作学习时，就仿佛在拼一幅美丽的图画。 

黄：中国有老师曾经尝试用拆拼法来增进课堂参与，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习成绩。您

却在书中把它当作缓解学业竞争，避免学生相互仇恨，改善学生关系，培养合作、共情、同

情氛围的措施加以推荐。您的分析和论述颇有说服力。可是，也有老师担心，让已有嫌隙的

学生在一起学习，存在加剧学生冲突的风险。怎么让这种老师安心呢？难道说拆拼法是一种

神奇的方法，可以引起学生认知失调，从而改变他们对某些同伴不友好甚至敌视的态度吗？ 

阿：在引入拆拼法之初，教师得提高警惕。往往在拆拼法上花掉学生好几个小时之后，

他们才会开始明白以冲突方式行事有悖于自己在校表现良好的目标。在人人为提高个人成绩

而行事的情境中，贬损另一个学生或许是有用的。可在拆拼法中，冲突行为会减少攻击者做

得好的机会，因为我做得好取决于我密切关注你的口头表现。如果在你讲述的时候，我说了

一些让你不高兴的话，就会妨碍我自己学习你要教我的东西的能力——结果我们的成绩都很

差。要是学生在拆拼小组里捣乱，老师应予干预，并提醒捣乱的学生，他的所作所为会使他



自己学习退步，因此他最好仔细听其他学生讲，甚至帮助其他学生表现得更好，因为他最终

将从中受益。 

黄：在合作学习结构中，学生们确实会为了自己良好的学业表现而帮助本组其他成员，

哪怕他们之前并不喜爱这个人。我的问题是，这种帮助行为何以能够使帮助者喜爱上他们原

本不喜爱的同学？您在《不让一个孩子受伤害》一书中提及，这一切都是自我说服机制在起

作用。认知失调理论和自我一致理论对这种机制有什么特别的解释吗？ 

阿：是的。当你帮助另一个人，帮助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的时候，会引起失调。实际上，

你会问自己“为什么我要帮助这个我不喜欢的人”。为了减轻认知失调，你开始关注那个人，

从他身上寻找你可能觉得有吸引力的东西。这样，你就可以说服自己，你没有做蠢事；而蠢

事就是为你不喜欢的人做好事。于是为了缓解失调，你寻找积极的一面，忽略消极的一面。

过了一段时间，你就可以诚实地说：“我真喜爱这家伙。瞧瞧他所有的优点！” 

 

三、零容忍 v 同情之教 

 

黄：从这本书出版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 20 年，其间美国及整个世界发生了许多事。

比如，《不让一个孩子受伤害》一书出版不到一年，小布什政府颁布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法案，致力于提升学校绩效。这部法案的标题酷似您的那本书。可是看上去美国教育界跟您

的想法大异其趣呀。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阿：《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惨遭失败。这套想法用心良苦，却有严重缺陷。由于联邦教

育部根据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成绩有多好来奖励教师，无意中造孽，老师们为考出好成绩而

不是真正理解材料而训练学生。他们要是向社会心理学家请教一下，就不会犯这种错误了。

此外，他们并没有试图去解决欺凌问题，或者说，没有试图去增进同学中的共情和同情。 

黄：《不让一个孩子受伤害》出版几个月之后，美国发生震惊全球的“911”恐怖袭击

事件。从此，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发动反恐战争。美国人在校园里也开展反恐行动。美国校园

安全隐患似乎并没有终止于 1999 年的科伦拜恩高中枪杀案，此后还发生许多类似的悲剧。

为此美国一些州甚至立法防范校园欺凌与暴力，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纷纷效仿，中国也在做类

似的努力。由于一些情节恶劣、伤害严重的校园欺凌与暴力事件通过自媒体接连曝光，中国

民众和官方对校园欺凌与暴力问题高度重视，高度敏感，高度焦虑，形成了绝不姑息、坚决

打击校园欺凌和暴力的“零容忍”舆论和政策。总的来说，中美日韩等国对校园欺凌与暴力

的反应似乎走向了您所反对的那个极端。您对此怎么看？ 

阿：零容忍类似于我所说的泵柄解决方案。是的，惩罚欺凌者，甚至把他们开除出学校，

可能部分有效，但它并没有把握欺凌的根源——根源在于课堂学习的竞争性方面。事实证明，

拆拼法通过在学生中建立共情和同情，有效地减少了欺凌。更何况，在鼓励共情的学校里，

学生们会经常出面干预以防欺凌，而不只做事不关己的旁观者。拆拼制鼓励学生关心同学们



的福利。必须指出的是，拆拼制本身并不能完全消除所有的欺凌，因为有些欺凌者具有病态

的攻击性。对那些学生来说，必须采用心理治疗来减少他们的攻击倾向。如果治疗无效，开

除便是最后手段。但是，开除并不总能解决问题，因为作恶者可能会向学校报复。 

黄：严打欺凌行为容易得到舆论支持，严惩欺凌者容易赢得民心。但是，“零容忍”政

策的实施效果却出人意料。2018 年情人节那天，佛罗里达州道格拉斯高中遭受骇人的枪击。

凶手尼古拉斯·克鲁兹采用类似哈里斯和克莱伯德的手法，在校园里疯狂开枪射杀，致 17

人死亡 14 人受伤送医。克鲁兹不像哈里斯和克莱伯德是校园欺凌受害者，而是个欺凌者，

是遭到校方怀疑的危险分子。他曾因多次在互联网上发布暴力恐吓信息，被两家私立学校开

除，又被两家学校拒收。他曾在道格拉斯高中就读，因为威胁其他学生，遭到校方警告，被

禁止在校园内背背包。他最后因殴打、欺凌同学被学校开除。这是一个严格执行“零容忍”

政策的案例，但由于克鲁兹向开除他的学校实施了残忍的报复，结局可悲。正如您的提醒，

凶案的根源不是武器，而是仇恨。如何处理像克鲁兹这样的害群之马，才不让一个人生恨呢？ 

阿：是的，这个案子里的作恶者需要的是治疗，而不是开除。开除应该是最后的手段。

具有病态攻击性的学生需要的是治疗，而不是惩罚。 

黄：顾彬彬博士最近在一本中文期刊《教育发展研究》中发表《从严惩到调解》一文。

她向中国教育界推荐了您的著作《不让一个孩子受伤害》。她希望中国同行从这些著作中受

到启发，去改进学校生活，抑制已经疯狂、近乎失控的排他性竞争，倡导合作学习，营造友

善合作的学习氛围，打造没有失败者的课堂，确保没有一个学生因为失败或受伤害而心怀怨

恨。但是，她又担心这些书中提出的种种专业措施在中国得不到理解和认同。公众有可能会

认为用它们去对付欺凌显得过于软弱无力，甚至显得是在姑息养奸，纵容欺凌。您对此有没

有什么回应，或者有什么新的想法或建议？ 

阿：这些就是极好的建议。合作学习并不软弱无力，见效也不慢。我们仅用六周就能显

示出在共情与同情上的巨大收成。完全见效确实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我看不出有什么比这更

有效。泵柄解决方案可能更快，但最终只会部分见效，因为它们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正如

伟大的哲人和圣贤老子所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想补充一句：是的，但在迈出第

一步之前，要确定你选择了最佳路线！ 

 

四、个案研究方法论 

 

黄：您是迄今为止美国心理学会三大学术最高奖全得的唯一学者：《社会性动物》获得

“杰出著作奖”，高影响实验获得“杰出研究奖”，拆拼法获得“杰出教学奖”。我在您自

传中文版译者写的后记中读到：假如社会心理学有诺贝尔奖，您肯定是第一个获奖者。在我

看来，拆拼法在消除种族偏见及人际仇恨上卓有成效，是配享诺贝尔和平奖的。 

 



阿：唉，那是行为科学领域一位非常杰出的知识领袖林齐（Lindzey，G.），是他提出

我应该获得社会心理学的诺贝尔奖。他这么说真是太好了。您还提议我为拆拼课堂应得诺贝

尔和平奖，真是太好了。我很感激这样的情感。但我必须告诉您，我对奖赏不感兴趣。当然，

被同侪认可为有重大贡献的人，这是非常好的。但重要的是工作，而不是奖赏。所以，获奖

永远是作为一种惊喜降临的。它就像是美餐一顿之后的一块糖果——但它不是正餐。那么，

什么才是正餐呢？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作为一名教员、研究人员和写作人员，令我快乐和兴

奋的是发现人心如何运作的一些有趣的事情，若有可能就进而运用那种知识去改善人类的境

况——哪怕只是一点小小的改善，最后以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写下我的发现，以便有权有势

身居领导岗位的人有可能得到启发，找到某种方式在更大范围内利用我的研究。做一项实验，

写一本书，教学生，在这个过程之中，乃至这个过程本身，都让我很快活。然后又看到我的

工作是有用的，甚至有可能给人以启发，这给我带来了莫大的欢喜。我的“拆拼课堂”网站

（www.jigsaw.org）上有老师们需要的丰富资料。无论来自哪个国家，人人可以免费下载这

套材料。我很开心将它免费赠送出去。 

黄：米尔（Meehl，P.）教授曾经说过：“凡是读过您的作品的人都能轻易看出您从所

做之中获得的乐趣。”您专注于做实验研究、写作和教学，乐在其中。您给教育界贡献了一

种新的小组合作学习模式，您对营造无人生恨的课堂氛围的专业见解令人敬佩。我认为，“不

让一个人生恨”这种思想在解决国际争端中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这个冲突四起、爱

恨交织的世界，您有什么建议吗？ 

阿：对于您提到的这个冲突四起、爱恨交织的世界，我的唯一建议是，要从长计议，不

要作短视考虑。世界强国尤其是中国和美国应该从长远而不是短期考虑，为减少气候变化做

更多的事情。我们还需要在国家之间建立信任，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安心地削减军事预算，

把这笔钱花在人民的健康和福利上，花在帮助贫穷国家上，花在应对气候变化之类的全球性

问题上。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信任——同样，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从我们的孩子

开始——学会相互信任，学会相互欣赏，学会合作而不是打败对方。就像拆拼课堂那样。我

们人类通过进化与争强好胜建立了硬连接，但是我们必须努力克服这种连接，这样才能在与

他人合作并帮助他人实现他们所期望的目标时感到快乐。 

黄：您作为社会心理学家闻名于世。您与您的导师马斯洛（Maslow，A.H.）、麦克莱

伦（McLellan，D.）、费斯汀格（Festinger，L.）一道，同被列入“20 世纪百名最杰出心理

学家”榜单，可谓心理学界一段佳话。而在我们眼里，您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研究者。您怎

么会从实验室里的社会心理学实验研究转向对现场的教育实验研究呢？ 

阿：当我开始读研究生时，我意在助人。我不确定怎么做到，也许就是当一名心理治疗

师吧。后来我遇到了费斯汀格，他成了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导师。正是费斯汀格教会了我如何

设计和实施高影响实验，去发现人心是如何运作的。而颇令我惊讶的是，我爱上了这个过程，

并且开始对人类心理产生种种可以在实验室里进行检验的有趣想法。我非常擅长于做这一套，



擅长到几乎忘却初心——助人的愿望。后来，我到德克萨斯大学任教。当时，那座城市的公

立小学和公立中学废除了种族隔离——不同种族的学生第一次聚在一起。于是就发生了骚乱。

怒火和斗殴四起。我以前的一些研究生是学校系统的行政管理人员，他们来问我能不能帮忙

解决敌意和仇恨问题。就这样，我发明了拆拼课堂。它非常成功，不仅使不同种族的学生相

互喜爱，相互尊重，也使他们更有效、更愉快地学习知识材料，还使他们格外喜爱学校，格

外喜爱学习。我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仅因为我学会了如何去做好的科学研究。我最终找

到了机会，成为一名也可以利用这种科学能力去帮助人们的科学家。这两条线的结合是不可

或缺的。 

黄：围绕一起个案的研究报告或论文并不少见。可在一起个案的研究基础上写成一部专

著就太难了。《不让一个孩子受伤害》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在教育中做个案研究的完美

典范。 

阿：是的，个案研究并不容易。但是，作为一名实验科学家，我所受的训练又帮助我去

审查像校园枪杀案那样的复杂情形，将捕风捉影的传闻从真实事件中剔除出去，并且透过科

学社会心理学的强大镜头来仔细检查这些事件。《不让一个孩子受伤害》为人广泛阅读和赞

赏，但最令我欣慰的是，科伦拜恩高中有几个幸免于那场屠杀的学生，他们的家长写信告诉

我，他们发现这本书不仅准确且重要，还给了他们更多的理解力——他们自己从来不会想到

这种情形，读这本书使他们能够理解这种情形的种种事情。 

黄：您做社会心理学实验，既有趣，又有创意。在《社会心理学手册》中，根据您开创

的高影响实验所总结的研究方法论，启发了数代心理学研究者。《不让一个孩子受伤害》却

是一项个案研究的成果。个案研究跟实验研究很不一样吧？作为研究者我们很想分享您做这

项个案研究的方法论经验。 

阿：是的，当然很不一样。实验是非常精确的，在社会心理学中，一个好的实验，巧妙

设计，精心实施，就像一件艺术品。做个案研究需要一套不一样的技能。但是，正如我对之

前问题所作的回答，做一名优秀的实验者对于做好个案研究是一个极其有利的条件，因为，

作为一名实验者，我对准确性和精确性怀有莫大的尊重，所以我就这起事件对所有被告知的

东西都进行了最高标准的审查。不给漫不经心的推测和毫无根据的假设留有余地，这是至关

重要的。做个案研究时，必须从硬数据出发，再向外拓展。 

黄：研究方法包含大量默会知识，通常从教科书中学不到，只能从做中学。可您在自传

《绝非偶然》中津津有味地讲述您做实验研究的故事，将您在实验中形成的默会知识转化成

了显性知识，从而让我们分享到您宝贵的实验研究经验。我们期待在您新版的自传中读到您

做个案研究的故事。 

阿：您提的问题很有趣。我很乐意尽我所能清晰而全面地回答，同时保持简练。我也非

常想将拆拼制献给中国人民，我把您视为我这一崇高事业的好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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